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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运用超效率DEA模型对2013-2017年“一带一路”沿线55个国家级高新区的创新投入产出效率进行研究，用Theil指数进行差异性分析，得出以下主要结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级高新区的创新效率整体水平为中等效率，主要由于较低的规模效率所致；“一路”地区国家级高新区创新效率高于“一带”地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级高新区的创新效率总差异有缩小的态势，组内差异是主要贡献者；“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级高新区创新效率及其分解指数存在明显的异质性特征。在此基础上，根据国家级高新区投入、创新效率特征以及地理位置，将其归纳为3种创新生产模式并分析各生产模式的构成及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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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uses the super-efficiency DEA model to study the innovation input-output efficiency of 55 national high-tech zon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from 2013 to 2017, and uses Theil index to analyze the difference.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overall level of innovation efficiency of the national high-tech zone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was just moderately efficient, which was mainly due to the low scale efficiency. The innovation efficiency of national high-tech zones in the “One Road” region is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Belt and Road” region. The overall difference in innovation efficiency of national high-tech zon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is shrinking. The differences within-regions are the main contributors after decomposition of Theil index. There are obvious heterogeneity characteristics in the innovation efficiency and its decomposition index of national high-tech zon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On those bases, according to the national high-tech zone input, innovation efficiency characteristics and geographical location, it is classified into three innovative production modes, and analyze the composition and causes of each production 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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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13年9月和10月，习近平主席相继提出了“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简称“一带一路”），自此重大倡议提出以来，已逐渐从理念转化为实际行动，从美好的愿景转变为可执行的现实，不断地为世界经济注入新的动能，为推动世界经济朝着可持续发展方向提供了强劲的动力。“一带一路”倡议涉及我国18省（市、自治区），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简称国家级高新区）作为“一带一路”建设与当地经济对接的重要载体[1]，一方面“一带一路”建设为沿线我国国家级高新区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与挑战，推动各国家级高新区及当地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沿途国家级高新区产业结构调整升级,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后，有利于提升当地的经济实力和竞争力，进而为“一带一路”建设增添动力。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作为国家重大战略，是经济增长的引擎[2,3]。国家级高新区作为我国技术创新的源发地和区域经济的增长极[4]，以创新为动力，以改革促发展，是提高我国自主创新能力，实现创新型国家建设方略的重要举措[5]，在技术创新、进步和拉动地方经济增长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6,7]。国家级高新区自开始建设以来，至2018年10月，经国务院批准（复）建设的国家级高新区数量达到169家，但各国家级高新区的发展存在着良莠不齐的现象[8]。因此客观地对各国家级高新区的创新效率进行测度，有助于其明确所处的位置、针对不足制定出合理的调整升级路径，从而有利于其利用有限的创新投入要素实现更多的创新产出，推动当地经济发展的同时有利在国内外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
目前，关于我国国家级高新区创新效率的研究主要以随机前沿分析（SFA）模型为代表的参数法和以数据包络分析（DEA）模型为代表的非参数法来测度。基于随机前沿模型，杨青峰[9]和方大春等[10]分别以我国1995-2009年24个、2009-2013年29个省级行政区域面板数据为样本，结果均显示我国高新技术产业整体上的创新效率不高。刘云等[11]对我国1998-2008年29个省份的高新技术产业的区域研发效率开展了研究。周姣等[12]对我国54个国家级高新区2007-2011年的创新效率进行了研究。张立峰等[13]滞测算了2011-2015年京津冀7家国家级高新区的创新效率。刘志迎等[14]、韩晶[15]和罗小芳等[16]分别测算了我国1995-2007年、2001-2007年和1998-2012年高技术产业细分行业的创新效率。
随机前沿分析（SFA）模型虽能克服随机干扰和环境变量的影响[17]，但也存在具体函数形式设定上的偏差[8]，不如DEA模型更能胜任多产出的创新效率测量[18]。Zhou等[19]、谢子远[20] 、武增海等[21]基于DEA分别测算了我国1996-2011年56家、2006年53家、2009年56家国家级高新区创新效率。Li等[22]利用动态DEA测度了我国26个省（市、自治区）的高新技术产业创新效率。刘军等[23]、王飞航等[4]分别采用DEA、三阶段DEA对我国中部、西部地区国家级高新区创新效率开展了研究。牛冲槐等[24]基于超效率DEA方法对中部六省12年的高技术产业研发创新效率进行了实证分析。吴平等[25]和李永康[26]运用DEA模型分别测算了湖北省、陕西省国家级高新区创新效率。魏芳等[27]、刘伟[28]分别运用DEA方法和三阶段DEA模型测算了我国高新技术产业细分行业的创新效率。
综上，学者们对国家级高新区创新效率的研究主要围绕国家、区域或省（市、自治区）、行业层面开展研究，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级高新区创新效率的研究鲜有；以往研究多采用传统的DEA模型，但其存在无法区分多个有效决策单元效率高低的问题。本文运用超效率DEA模型对2013-2017年“一带一路”沿途国家级高新区创新效率开展实证研究，并运用Theil指数进行了区域差异分析，有助于明晰沿线国家级高新区在实现协同创新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的原因，以期为提高“一带一路”沿途国家级高新区创新效率提供实证依据，进而推动当地经济发展，反过来又会促进“一带一路”建设，形成良性循环。
2 研究方法与数据选取
2.1 超效率DEA
传统DEA模型的分析结果中，通常会出现多个决策单元被评价为有效的情况，且效率值最大为1，使得这些有效决策单元的效率高低无法进一步区分。为解决这一问题，Anderson等[29]提出了超效率DEA模型（Super Efficiency DEA Model）,使得有效决策单元的超效率值一般大于1，进而对有效决策单元的效率值进行区分和大小排名[30]。假设有n个决策单元，记为；每个有m种投入，记为；种产出，记为；代表第j个决策单元的第i种资源投入；代表第j个决策单元的第r种产出，基于规模报酬不变的超效率DEA的投入导向模型，简称超效率CCR模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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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为决策单元的综合效率值；（）为权重变量。在CRS模型基础上增加约束，构成了规模报酬可变的超效率DEA模型，简称超效率BBC模型。超效率BBC模型得到的值为纯技术效率值，综合效率与纯技术效率之间的关系可以表示为：综合效率=纯技术效率×规模效率。
2.2 Theil指数
Theil指数分解方法主要用来研究不平等性和差异性问题，运用该方法对2013-2017年“一带一路”沿途国家级高新区创新效率的区域差异进行研究，Theil指数越大表示创新效率差异性越大，公式如下[31, 32]：

式中：T为国家级高新区创新效率的总差异；N是“一带一路”沿途所有国家级高新区的总数；是p国家级高新区的创新效率；是“一带一路”沿途全国家级高新区平均的创新效率。根据“一带一路”区划情况，分为“一带”和“一路”两个区域。本文按照两个区域对“一带一路”沿途国家级高新区创新效率进行组间（）和组内（）差异分析，区域的组间（）和组内（）差异分别表示为：


式中：m为区域的数量；是区域i中国家级高新区的数量；N是“一带一路”沿途所有国家级高新区的总数；是区域i国家级高新区的创新效率均值。/T、/T分别为“一带一路”沿途国家级高新区创新效率的组间贡献度、组内贡献度。
2.3 数据选取与来源
借鉴刘满凤等[8]、谢子远[20]对国家级高新区创新效率投入产出指标的选取，本文将各国家级高新区年末固定资产、科技活动经费支出和科研活动人员作为创新的资本和劳动力投入，选取工业总产值、技术收入和出口创汇作为创新的产出指标。其中，工业总产值反映了各国家级高新区一定时间内生产的总规模和总水平，技术收入反映各国家级高新区的技术创新情况，出口创汇能够反映各国家级高新区的国际竞争能力。
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地区所包含的18个省份（市、自治区）（表1）[33]，考虑到数据的稳定性，本文国家级高新区选取2013年及以前批准的59个国家级高新区，由于呼和浩特、营口、银川和榆林数据缺失严重，因此将这4个国家级高新区剔除，余下55个国家级高新区。其中，辽阳、通化、莆田国家级高新区技术收入在某些年份存在数据缺失问题，本文采用相邻年份技术收入占营业收入比例进行推算。为对比区域的差异，将55个国家级高新区划分为“一带”和“一路”两大区域。投入产出指标均来自《中国火炬统计年鉴2014-2018》。
表1 研究区域划分
	区域
	省份

	“一带”
	新疆、重庆、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内蒙古、黑龙江、吉林、辽宁、广西、云南、西藏13省（直辖市，自治区）

	“一路”
	上海、福建、广东、浙江、海南5省（直辖市）



3 实证结果与分析
以“一带一路”沿途55个国家级高新区2013-2017年的创新投入产出指标为原始数据，本文通过DEA-SOLVER Pro5软件测算出各国家级高新区的创新效率、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为明晰“一带一路”沿途各国家级高新区创新效率的差异性，借鉴谢子远[20]对创新效率及分解指数的分类方法，将效率值大于等于1者划为创新有效，介于0.8-1的为高效率，在0.5-0.8之间的为中效率，低于0.5的为低效率。国家级高新区创新效率存在以下特征：
3.1 国家级高新区创新效率总体发展特征
2013-2017年“一带一路”沿途55个国家级高新区创新效率整体水平不高，有待进一步提升，尤其是规模效率（图1）。研究期间，55个国家级高新区创新效率均值在0.61-0.70之间，为创新效率中等水平，说明在当前的技术和管理水平下，多数国家级高新区的创新投入产出结构并不合理。纯技术效率历年均值介于0.87-0.95，为高纯技术效率，说明整体上国家级高新区的投入产出比例好，技术水平高。规模效率值介于创新效率和纯技术效率之间（0.69-0.73），为中规模效率，总体表现不佳，说明国家级高新区在提高管理效率和积累生产经验方面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后续各国家级高新区应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缩减或扩大生产规模以提高规模效率，进而提升创新效率。由此可见，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共同作用下导致国家级高新区创新效率整体上未达到有效状态，其中，规模效率是主要贡献者。

图1 2013-2017年“一带一路”国家级高新区创新效率及其分解指数
研究期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级高新区创新效率及其分解指数总体上处于不断提升的过程（图2）。创新效率方面，以中、低效率为主。有效国家级高新区占11%-20%，高效率占9%-13%，中效率占35%-51%，低效率国家级高新区占比在2017年为18%，其相对于2013-2016年期间（31%-38%）占比降低。纯技术效率方面，以有效和中效率为主。有效国家级高新区占比33%-38%，高效率占比13%-20%，中效率占比27%-40%，低效率占比在2017年为7%，相较于2013-2016年的15%-18%有所下降，侧面说明2017年国家级高新区整体上纯技术效率有所提高。规模效率方面，以高、中效率为主，无任何国家级高新区达到规模有效。2017年高、中和低效率的国家级高新区占比分别为62%、25%和13%，相较于2013分别提高了18%、-20%和2%，规模效率明显有所提升。说明绝大多数国家级高新区逐渐重视创新能力建设、提高资源利用效率，这可能与近年来我国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等密切相关。大部分国家级高新区积极响应政策要求，优化经济结构，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促使创新要素配置更为合理。

图2 2013-2017年“一带一路”国家级高新区创新效率及分解指数个数占比
3.2 国家级高新区创新效率区域差异性分析
[bookmark: _Hlk29241235]总体上，2013-2017年“一路”地区国家级高新区创新效率和规模效率高于“一带”地区的，两区域的纯技术效率不相上下（图3）。创新效率方面，两大区域均为中效率，除2103年外，“一路”地区国家级高新区创新效率值均高于同年“一带”地区的。规模效率方面，“一路”地区国家级高新区历年效率值均在0.74以上，远高于最高值仅为0.70的“一带”区域。“一路”地区国家级高新区位于我国东南地区，经济基础雄厚，具有人才、技术、资本、管理等方面的优势。“一带”地区国家级高新区位于我国西北、东北和西南地区，相较于“一带”地区国家级高新区而言，其经济基础薄弱，资本、人才、技术、管理等方面处于劣势地位。如2017年，“一路”地区5个省的国家级高新区科技活动经费内部支出、科技活动人员分别为2994.73亿元、106.73万人，而“一带”地区13个省的国家级高新区科技活动经费内部支出、科技活动人员仅为1281.67亿元、48万人。纯技术效率方面，两大区域的效率值均为高效率（除2013年的“一路”地区），“一带”与“一路”沿线国家级高新区的纯技术效率水平相当，显示高低交替的演化规律。“一带一路”倡议以来，我国加大对“一带”地区发展科技文化的支持力度，同时，引导“一路”经济发达地区的先进企业、优秀人才等对“一带”地区的扶持[34]，从而带动“一带”地区国家级高新区技术水平的提高。2013-2017年，“一带”和“一路”地区国家级高新区的纯技术效率值均高于规模效率值，创新效率值不高的主要原因均是由于规模效率处于中效率。


图3 2013-2017年“一带”和“一路”国家级高新区创新效率及其分解指数
研究期间，“一带一路”国家级高新区创新效率总差异有缩小的态势，组内差异是造成总差异的主要贡献者，组间差异不明显（图4）。“一路”地区国家级高新区创新效率虽高于“一带”地区，但这并不能说明是造成国家级高新区间差异的主要来源，为此采用Theil指数衡量两大区域系统内的国家级高新区创新效率差异。“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级高新区创新效率的Theil指数由2013年的0.31上升到2015年的0.40又降低到2017年的0.20，表明“一带一路”国家级高新区创新效率的总体差异在缩小。主要原因可能与我国坚持实施区域协同发展战略、加快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和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等有关。在此背景下，一方面，各国家级高新区创新发展得到国家和当地政府在政策、财政、人才、技术等方面的大力支持，有利于创新；另一方面推动各国家级高新区之间的合作与联系，促进彼此之间的信息流通，有助于缩短技术差距。从分解结果看，组内差异的变化趋势与总差异一致，组内差异明显大于组间差异。从贡献度结果来看，2013-2017年组内差异对总差异的贡献度为99.36%-99.96%，而组内间差异的贡献度仅为0.04%-0.64%。由于各国家级高新区在地理位置、经济发展水平、科技实力、对外开放程度、创新政策的制定和实施等方面存在差异，故各国家级高新区的创新效率存在较大异质性。

图4 2013-2017年“一带一路”国家级高新区创新效率区域差异及贡献度
3.3 国家级高新区创新效率个体异质性分析
2013-2017年国家级高新区创新效率及其分解指数存在明显的异质性特征。从创新效率来看，研究期间仅有延吉、惠州和莆田3个国家级高新区的创新效率始终保持有效，说明此3个国家级高新区的创新投入与产出之间的比例关系较其它国家级高新区更为合理。如2017年，南宁国家级高新区的年末资产、科技活动经费内部支出、科技活动人员三种投入要素均大于惠州国家级高新区，但除技术收入高于惠州国家高新区427.04亿元外，工业总产值和出口创汇产出均小于惠州国家级高新区1000多亿元。杨凌、大庆、通化、咸阳、厦门、中山、鞍山和乌鲁木齐、绍兴、沈阳、东莞以及漳州、齐齐哈尔、哈尔滨国家级高新区的创新效率至少有一年达到有效，其它国家级高新区的创新效率在任何年份均是相对无效。需要说明的是，应用超效率DEA测算的创新效率是国家级高新区之间的相对效率，其结果只能说明其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之间的比例关系。一些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国家级高新区，如杨凌、咸阳、齐齐哈尔等的创新效率至少有一年达到有效，是由于它们的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均较低造成的。而上海张江、杭州和深圳等国家级高新区的创新能力虽强，创新成果产出大，但因其创新产出与创新投入的比值不高，故在研究期间未达到创新有效。
从纯技术效率来看，只有惠州、延吉、玉溪、长春、杭州和西安、莆田、深圳以及上海张江9个国家级高新区在研究期间一直处于有效状态。该类国家级高新区多以电子信息、信息技术、生物制药、光机电一体化、装备制造等技术密集型行业为主导，往往代表了我国该类行业的最高技术水平。吉林、宝鸡、福州、大连、石嘴山、渭南和包头、昌吉、新疆兵团等22个国家级高新区始终保持无效状态，中山、广州、厦门等其他国家级高新区纯技术效率至少有一年达到有效状态。在研究期间，无任何国家级高新区规模效率达到有效状态，说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级高新区的规模和结构存在失调，仍需进一步提高管理水平、优化资源配置，以改善规模效率。官建成等[35]的早期的研究结果也显示，虽然我国高技术产业纯技术效率在逐年改善，但规模效益较差。导致部分国家级高新区创新效率相对无效的原因主要有两类：（1）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均无效，例如包头、柳州、宝鸡、昌吉和石嘴山等国家级高新区在2013-2017年两者均未达到有效状态；（2）纯技术效率有效，规模效率无效，如2017年的玉溪、本溪、长春和杭州等国家级高新区。
超效率DEA虽然能够突破传统DEA模型的局限，使得各国家级高新区创新效率达到有效的决策单元之间进行排序和评价，但由于该模型无法克服传统DEA模型中历年的生产前沿面不同的缺点，因此不同年份各国家级高新区创新效率之间无任何比较意义。为此本文引入名次比较的方法，对历年55个国家级高新区的创新效率进行排名，进而对年份序列各国家级高新区的创新效率进行综合比较（表2）。延吉和惠州国家级高新区的创新效率排名始终名列前茅，分别保持第1-2名、2-3名。石嘴山和新疆兵团国家级高新区的创新效率排名始终靠后，在第50-54名之间，说明其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之间的比例关系不合理。如2017年新疆兵团的年末资产和科技活动经费内部支出约是咸阳的1.9倍和1.6倍，但其工业总产值、出口创汇和技术收入均低于咸阳，尤其是出口创汇和技术收入，不足咸阳的10%和1%。莆田、杭州和桂林国家级高新区的创新效率名次变化幅度小于5，分别在第5-8名、9-12名和13-18名。创新效率排名进步的国家级高新区中，哈尔滨国家级高新区创新效率进步最快，由2013年的第48名逐步上升到2017年的第10名，可能与其近年来积极抓住“一带一路”建设和新一轮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等机遇，实施一系列创新战略和改革措施有关。如为激励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创新活力，深入推进双创工作，并于2017年受到国务院的通报表扬。沈阳、吉林、衢州等国家级高新区创新效率也呈现逐年提升的趋势；创新效率排名退步的国家级高新区中，本溪国家级高新区创新效率排名下降幅度最大，由2013年的第21名逐年下降至末尾，且最近两年一直处于最后一名，辽阳、鞍山、阜新等国家级高新区创新效率也有所下降。
表2 “一带一路”55个国家级高新区创新效率排名
	国家
高新区
	创新效率排名
	国家
高新区
	创新效率排名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包头
	38
	38
	46
	41
	47
	深圳
	19
	28
	21
	27
	26

	沈阳
	32
	25
	12
	2
	4
	珠海
	42
	45
	43
	46
	54

	大连
	41
	36
	36
	42
	21
	惠州
	3
	3
	2
	3
	3

	鞍山
	12
	9
	16
	25
	37
	中山
	9
	7
	10
	5
	16

	辽阳
	20
	27
	25
	32
	49
	佛山
	25
	14
	14
	18
	18

	本溪
	21
	37
	53
	55
	55
	肇庆
	23
	24
	24
	14
	23

	阜新
	28
	30
	37
	51
	46
	江门
	35
	31
	34
	28
	28

	长春
	13
	20
	28
	22
	22
	东莞
	36
	13
	18
	11
	9

	吉林
	31
	34
	30
	17
	13
	南宁
	15
	26
	38
	37
	17

	延吉
	1
	2
	1
	1
	2
	桂林
	18
	16
	13
	13
	15

	长春净月
	17
	17
	15
	16
	39
	柳州
	40
	41
	32
	26
	36

	通化
	5
	8
	5
	7
	45
	海口
	52
	52
	48
	45
	50

	哈尔滨
	48
	48
	45
	21
	10
	重庆
	14
	11
	22
	38
	42

	大庆
	4
	5
	35
	47
	1
	昆明
	49
	50
	39
	36
	48

	齐齐哈尔
	45
	44
	4
	4
	38
	玉 溪
	22
	18
	23
	23
	24

	上海张江
	51
	47
	31
	43
	40
	西安
	46
	46
	47
	50
	43

	上海紫竹
	55
	29
	27
	29
	33
	宝鸡
	43
	42
	41
	34
	25

	杭州
	11
	12
	9
	9
	12
	杨凌
	2
	1
	3
	19
	20

	宁波
	30
	19
	20
	35
	35
	渭南
	16
	23
	33
	20
	31

	绍兴
	27
	33
	44
	44
	8
	咸阳
	6
	4
	11
	8
	6

	温州
	39
	39
	26
	33
	32
	兰州
	33
	51
	50
	52
	52

	衢州
	54
	55
	55
	40
	27
	白银
	34
	35
	42
	48
	44

	福州
	26
	15
	7
	12
	14
	青海
	29
	32
	29
	30
	19

	厦门
	7
	10
	8
	15
	30
	石嘴山
	50
	53
	54
	53
	53

	泉州
	44
	43
	40
	39
	29
	乌鲁木齐
	24
	40
	52
	31
	7

	莆田
	8
	6
	6
	6
	5
	昌吉
	47
	49
	49
	49
	41

	漳州
	37
	22
	19
	10
	11
	新疆兵团
	53
	54
	51
	54
	51

	广州
	10
	21
	17
	24
	34
	
	
	
	
	
	



3.4 国家级高新区技术创新生产模式类型区划分
国家级高新区创新生产水平的高低主要取决于创新投入要素的规模和创新效率，创新投入要素的规模反映了国家级高新区创新资源的丰富度，创新效率反映了创新投入要素是否得到有效的配置，一般来说高投入高效率的区域，创新生产水平往往更高[36]。然而，结合各国家级高新区创新投入要素规模，我们发现创新高投入的国家级高新区未必获得高的创新效率，而创新低投入的国家级高新区可能获得高的创新效率。为更加直观地揭示“一带一路”国家级高新区创新生产情况，结合2017年“一带一路”国家级高新区的创新投入要素规模和创新效率，对国家级高新区的创新生产模式进行类型区划分。
首先，对于国家级高新区创新效率，结合上文效率值等级划分方法，将大于0.8的划分为高效率，将小于0.50的划分为低效率，介于两者之间的为中效率。其次，采用因子分析方法，对科技活动经费支出、科研活动人员和年末固定资产三个创新投入要素进行降低维度处理，合并一个因子[8]，通过运行SPSS 22.0得到因子得分，计算并将综合得分划分为高、中、低三个等级代表高投入、中投入和低投入。最后，按照创新投入综合得分与创新效率对“一带一路”各国家级高新区进行复合，得到9种技术创新投入-效率类型（表3），根据其投入、创新效率特征以及地理位置，将其归纳为3种创新生产模式：
创新“投入-产出效率相对平衡”生产模式由“高投入高效率”类型区、“中投入中效率”类型区和“低投入低效率”类型区组成，共14个国家级高新区。杭州、东莞的社会经济发达，是科技、创新资本、创新人才等创新资源的汇聚地；南宁、乌鲁木齐是中国向南、向西开放的重要门户。为巩固提升其位于“一带一路”核心区的地位，国家和地方出台了一系列鼓励创新的政策措施，吸引了大批创新人才和创新资本投入，促使这四个国家级高新区创新效率高，技术创新发展水平高，是技术创新的引领区。长春净月、柳州、宝鸡、包头、辽阳、本溪、阜新、海口、石嘴山、新疆兵团国家级高新区主要位于我国东北部和西部地区，创新产出效率与创新要素投入基本平衡，处于中投入-中效率或者低投入-低效率水平，其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均未达到有效状态，说明该类国家级高新区的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均相对落后。总体上看，该类国家级高新区所在地的经济总量偏低，高校和科研机构相对于东部和中部地区较少，缺少高学历和高素质的科技人才，对技术的引进、消化、吸收再转化能力较差。此外，受经济发展水平和财政的限制，科技投入不足等均影响区域创新效率。
表3 “一带一路”国家级高新区技术创新生产模式类型区划分
	
	创新效率

	
	高效率
	中效率
	低效率

	投入规模
	高投入
	[bookmark: _Hlk7877581]杭州、东莞、南宁、乌鲁木齐
	大连、长春、上海张江、宁波、厦门、广州、深圳、佛山、重庆、西安
	[bookmark: _Hlk7939977]珠海

	
	中投入
	沈阳、哈尔滨、大庆、惠州、中山
	长春净月、柳州、宝鸡
	昆明、兰州

	
	低投入
	吉林、延吉、绍兴、福州、莆田、漳州、桂林、咸阳
	鞍山、通化、齐齐哈尔、上海紫竹、温州、衢州、泉州、肇庆、江门、玉溪、杨凌、渭南、白银、青海、昌吉
	包头、辽阳、本溪、阜新、海口、石嘴山、新疆兵团



创新“投入多-产出效率相对低”生产模式由“高投入中效率”类型区、“高投入低效率”类型区和“中投入低效率”类型区组成，共13个国家级高新区，该类国家级高新区以较多的创新资源投入得到相对较少的创新产出，创新效率不尽人意。“高投入中效率”类型区（大连、长春、上海张江、宁波、厦门、广州、深圳、佛山、重庆、西安）中多半国家级高新区的纯技术效率有效，规模效率处于中低效率，说明该类型国家级高新区管理水平与创新技术水平不匹配，在以后的发展过程中应多注重生产规模的调整，适当控制创新资源投入。“高投入低效率”类型区只包含珠海国家级高新区，其规模效率值达到0.99，纯技术效率仅0.34，创新效率低主要受纯技术效率低的约束。如与宁波国家级高新区相比，其2017年的年末资产、科技活动经费支出和科技活动人员分别是宁波国家级高新区的1.4倍、1.7倍和1.7倍，但创新产出除出口创汇高于宁波外，工业总产值和技术收入均小于宁波，说明该国家级高新区相对于其他高新区后期应优化生产技术，从而提高创新效率。“中投入低效率”类型区（昆明、兰州）的国家级高新区在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共同作用下，导致创新效率低，在日后的发展过程中要对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双管齐下，以提升创新资源配置效率。
创新“投入少-产出效率相对高”生产模式由“低投入高效率”类型区、“低投入中效率”类型区和“中投入高效率”类型区组成，共28个国家级高新区，该类国家级高新区相较于前两类国家级高新区以较少的创新投入要素却能获得较高的创新产出效率，但不同类型区存在着差异性。“低投入高效率”类型区（吉林、延吉、绍兴、福州、莆田、漳州、桂林、咸阳）和“中投入高效率”类型区（沈阳、哈尔滨、大庆、惠州、中山）中绝大部分国家级高新区的纯技术效率达到有效状态，且规模效率虽未达到有效但处于高效率状态，这两种类型区应大力发展，同时后期应该注重调整生产规模，充分发挥生产效率优势，从而获得更多创新产出。“低投入中效率”类型区（鞍山、通化、齐齐哈尔、上海紫竹、温州、衢州、泉州、肇庆、江门、玉溪、杨凌、渭南、白银、青海、昌吉）的纯技术效率未达到有效（除玉溪外）状态，绝大部分处于中效率，规模效率值虽未达到有效状态，但整体上大于纯技术效率值，说明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均不高共同作用下造成该类型发展区创新效率无效，而技术水平偏低是主要贡献者。
4 主要结论与展望
本文以“一带一路”沿途55个国家级高新区的创新投入产出数据为基础，采用超效率DEA方法测算了其创新效率，并运用Theil指数对创新效率进行差异性分析，在此基础上，将国家级高新区的创新生产模式划分为三类，主要结论如下：
（1）2013-2017年“一带一路”沿途55个国家级高新区创新效率为中创新效率（0.61-0.70），造成整体创新效率不高的主要原因是规模效率值偏低。2017年创新效率有效、低的国家级高新区个数占比分别为20%、18%，相较于2013年分别提高了4%、-15%，国家级高新区创新效率总体上是处于不断提高的过程。
（2）研究期间，“一带”和“一路”沿途国家级高新区创新效率均为中创新效率，“一路”沿途的国家级高新区创新效率和规模效率整体上高于“一带”沿途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级高新区创新效率总差异有缩小的态势，组内差异是造成总差异的主要贡献者，组间差异不明显。
（3）“一带一路”沿线55个国家级高新区创新效率存在个体差异的特征。研究期间，仅有延吉、惠州和莆田3个国家级高新区的创新效率始终保持有效。延吉和惠州国家级高新区的创新效率排名始终名列前茅，石嘴山和新疆兵团始终排名靠后，哈尔滨的创新效率排名进步最快，本溪的创新效率排名降低幅度最大。
（4）三种创新生产模式中，处于创新“投入-产出效率相对平衡”生产模式和创新“投入多-产出效率相对低”生产模式的国家级高新区各约占1/4，该类国家级高新区投入的创新要素与得到的创新产出相匹配或创新产出不尽人意；一半以上国家级高新区处于创新“投入少-产出效率相对高”生产模式，该类国家级高新区相较于前两类国家级高新区以较少的创新投入要素却能获得较高的创新产出效率。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级高新区创新效率的高低是由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劳动者素质、企业规模、创新经费投入、产业集群等国家级高新区内部因素和其所在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宏观政策支持、区位位置、产业结构等外部因素均对各国家级高新区的创新效率的变动产生了影响。但不同时段，各个影响因素对不同国家级高新区创新效率的驱动程度不同，且国家级高新区创新效率的变动是多种影响因素共同驱动作用的结果。国家级高新区创新效率的影响因素，创新投入和产出之间是否应考虑时滞效应，时滞效应的长度如何设置等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入研究。最后，未来，总结各国家级高新区创新效率发展演化规律，发现目前存在的问题以及有针对性地提出未来改善的措施才能使得我国国家级高新区创新效率朝着健康、充满活力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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